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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规范秩序”法学派及其启示

高全喜＊

摘　要　学说史角度梳理法兰克福“规范秩序”学派的理论背景与学术谱系，可以得到“规

范秩序”研究可能借镜中国法学发展的几点启示，并借此强调中国法学理论应直面全球化的世

界进程，提供一种规范秩序的法律构造理论。随着有限政府、人权保护和殖民地独立等浪潮先

后兴起，策源于法兰克福的规范秩序学派通过重构对复杂系统理论、社会批判理论和欧洲法律

史的研究，提出了一套兼顾特殊与普遍、描述与规范、历史与现实的学术议程。揭示规范秩序

研究的语境、视角和议题，则凸显了规范秩序研究的学脉、学统及其发展，且最终指出了这个学

术脉络对于中国法学理论研究的启示：中国法学的发展是在法律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展开的，

这要求中国法学研究更多地体现全球历史眼光和社会转型关切。

关 键 词　法律全球化　规范秩序　法社会学　比较法律史　中国宪法学

全球社会转型深刻影响了近代以来的法学与法律实践的发展，并催化了中国学术界

对于“法律全球化”现象的关注。由于历史和现实上的诸多原因，近代欧洲构成了全球社

会转型的起点和跨国秩序建构的雏形，直到今天，全球社会转型的几个重要学派仍然在

欧洲发端。在林林总总的法律全球化研究中，立足德国法兰克福的规范秩序（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ｏｒｄｅｒ）研究堪称理论底蕴最为深厚，发展最为迅速的流派之一。通过探索法治秩序的涌

现过程，展开批判法学的自我批判，提倡比较视野下的法律史书写，规范秩序学派的研究

提供了严肃思考法律与社会秩序的新方法和新视角，尤其值得中国学者认真对待。

在中文语境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成就在两个方面尤其引人注意，一方面，它是西

方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在战后批判理论的发展中最重要的分支和推进之一，由于霍克海

默、阿多诺等学者对于纳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与战后美国的消费主义所展开的深刻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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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席教授。曹勉之博士在外文文献和部分文字方面提供了研究协助，特此致谢。



判，法兰克福学派已经成为批判理论发展的重要参考系；另一方面，它也代表西方马克思

主义学者突破经济决定论、进入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努力，他们通过“批判的自我批判”的

视角对现代国家建设、全球市场发展等话题发表见解，形成了更加完善的批判理论框架。

然而，在中文文献中，提到策源于德国法兰克福的学术研究，尽管不乏对于如霍克海默、

阿多诺、马尔库塞等战后的法兰克福学派（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Ｓｃｈｕｌｅ）研究的梳理与对该流派的一

般社会理论和哲学思潮的评析，〔１〕但于法兰克福学派从“批判的社会理论”到“建构的规

范秩序”这个转向的探究尚显不足。〔２〕在法兰克福兴起的以比较法和法律史为特色的

规范秩序研究，尤其展现出法兰克福学派在后一个方面的成就，一个具有相当国际影响

力和理论解释力的研究集群已经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即使以关注批判理论为基准的学

者也都对建构的规范秩序的尝试提供了充分的关注，如正处于理论黄金期的雷纳·佛斯

特、克劳斯·君特等一辈人，都在积极地拥抱建构的规范秩序这一研究转向，其中的佼佼

者甚至已经成为了规范秩序学派的发言人。〔３〕

本文将梳理规范秩序学派的产生和发展。首先，本文将学术发展置于社会变迁的大

背景中，强调战后的全球社会转型对于规范秩序学派发展的重要影响，揭示规范秩序研

究的出现体现了法律全球化自身的理论诉求。其次，本文将试图揭示规范秩序的语境、

视角和议题，尤其凸显规范秩序研究的学脉、学统及其发展。最后，本文将指出这个学术

脉络对于中国法学理论研究的启示。

一、法律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及其理论化诉求

（一）法律全球化史的问题和语境

“规范秩序”学派产生于全球秩序处于重大变动的背景下，是对法律全球化现象的一

套理论回应。战后秩序奠定了一套具有全球尺度和世界规模的历史生活形式，而法律作

为其中具有根本性作用意义的机制，则扮演了奠基性作用。制度层面包括联合国等国际

机制的建立和国际和区域人权机制的形成；意识形态层面包括人权作为新的普遍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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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６８年五月风暴发生五十周年之际，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热潮再次兴起，例如吕进：
“论启蒙如何避免成为新的神话———从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说起”，《世界哲学》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１１
－１６页；何海燕：“法兰克福学派的总体性批判理论及其实践效应”，《人民论坛·学术前沿》２０１８年第７
期，第９２－９５页；胡大平：“解放政治学·生命政治学·无为政治学———现代性批判技术视角的旨趣和
逻辑转换”，《学术月刊》２０１８年第１期，第３０－４５页。

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杨丽的研究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中探讨了规范秩序问题。参见杨
丽：“交往行为与现代社会规范秩序的基础”，《学习与探索》２０１７年４期，第１８－２５页。

Ｆｏｒｓｔ／Ｇüｎｔｈｅｒ（Ｈｒｓｇ．），Ｄｉｅ　Ｈｅｒａｕｓｂｉｌｄｕｎｇ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ｒ　Ｏｒｄｎｕｎｇｅｎ：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ｚｉｐｌｉｎｒｅ　Ｐｅｒｓｐｅｋｔｉｖ－
ｅｎ，Ｖｏｌ．１，Ｃａｍｐｕｓ　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１１．Ｓｅｅ　ａｌｓｏ，Ｒａｉｎｅｒ　Ｆｏｒｓｔ，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
ｄｅｒｓ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



取代国家主权成为法律意识形态的核心。这种新的历史生活形式解构掉了欧洲中心主

义的世界观，形成了全人类共存共荣、各文明荣辱与共的新样态。

首先，在世界各地区广泛出现了以有限政府宪法原则而组织形成的国际新秩序和国

家新形态。有限政府不仅作为盎格鲁·撒克逊政治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英语世界

国家得到承认，而且在具有“绝对国家”历史经验的欧洲大陆国家也渐次落实。〔４〕国际

层面，这包括西欧、拉美等经济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出现的地区性司法机制，如战后先后出

现的欧洲人权法院、泛美人权法庭，以及在欧盟整合中越发强势的欧洲法院体系。〔５〕国

内层面，即使“绝对国家”传统非常坚实的德法两国，也既有联邦德国基本法为推进合宪

性审查准备了司法性的机制，又有第五共和时期的法国宪法与行政法机制重申了人权的

重要地位。如何将有限政府原则纳入到国家决断传统深厚的成文宪法体系中，成为战后

欧陆学者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

其次，在跨国领域中广泛出现了以人权保护的价值标尺而展开评价的国际人权机制

实验，并影响了各国基本权利保护的发展。人权机制以人的权利取代了国家主权作为评

价标尺，使得人权成为全球法律新的“公约数”。不但战后国际法体系的根本性法律文件

如联合国宪章、两个人权公约等将人权作为“拱顶石”，各国国内的宪法文本和合宪性审

查机制也都在通过人权论证实现自身的正当化。在某些人权以套套逻辑而自圆其说的

场合，人权展现出了自身的双重面相，它既可以为国家权力奠定正当基础，也可以为霸权

干涉提供合理化说明。〔６〕对于欧洲国家来说，这和近代国际法以国家存续为指针的立

场相去甚远，反而和人权干涉和单边主义的行径关系更近。如何将人权原则纳入国内宪

法体系，事关新欧洲的存续而显得格外重要。

最后，在殖民地独立进程中广泛出现了以主权独立和文化主体性为视角的对西方法

律迁移（ｌｅｇ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的批判。批判者指出，欧洲国家战后宪法和法律理论的主旨需要从

缔造帝国回归保卫共和。这是因为，欧洲国家采用了文明／野蛮二分法对扩张过程中的

霸权行径进行合理化，这种分类内化在以法律治理为手段的殖民地管理中。由于殖民地

和原宗主国千丝万缕的联系，殖民地的独立进程也成为了批判欧洲中心论的过程，反过

来说，由于殖民地独立和战后秩序建构相伴相随，欧洲国家对待殖民地独立的态度也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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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ｒｅｗ　Ｍｏｒａｖｃｓｉｋ，“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Ｒｅｇｉｍｅｓ：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Ｅｕｒｏｐ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５４，Ｎｏ．２，２０００，ｐｐ．２１７－２５２．

Ｎｉｃｏ　Ｋｒｉｓｃｈ，“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Ｌａｗ”，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ａｗ　Ｒｅ－
ｖｉｅｗ，Ｖｏｌ．７１，Ｎｏ．２，２００８，ｐｐ．１８３－２１６．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ａｓｃｈ，“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ｓ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Ｃａｒｌ　Ｓｃｈｍｉｔ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Ｆｏｒｍ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ｕ－
ｐｒｅｍａｃｙ．”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Ｖｏｌ．５４，２００３，ｐｐ．１２０－１４７．Ｓｅｅ　ａｌｓｏ，Ｓｏｎｊａ　Ｂｕｃｋｅｌ　＆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Ｆｉｓｃｈｅｒ－
Ｌｅｓｃａｎｏ．“Ｇｒａｍｓｃｉ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ａｗ．”Ｌｅｉｄｅ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Ｖｏｌ．
２２，Ｎｏ．３，２００９，ｐｐ．４３７－４５４．



成对战后新秩序的检验。〔７〕换言之，法律人已经无法照搬殖民扩张阶段的宪法和法律

学说，而是必须对宪法和法律传统进行范式创新，使之符合现实和实践的需要。

（二）全球社会转型中提出的规范秩序问题

在现实层面，法律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包括两个层面。

首先，由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和法律机制的刺激。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一

方面体现为围绕着全球化的贸易与金融活动而展开的世界经济体制，如围绕全球货币秩

序而设计的布雷顿森林体制，围绕货物贸易而设计的关贸总协定体制等，支配这个体制

的是新自由主义的秩序想象；另一方面体现为围绕着人权保护展开的国际和区域法律体

制，如围绕着人权和人道目标而起草的联合国宪章和区域人权公约，具有跨国效应的法

庭和司法性机制。如果说经济体制重视全球化过程中的利益，人权体制则强调全球化内

容中的道义。两者相生相克并形成一组悖论关系，构成了对老欧洲“民族国家为单元、自

由社群为机体”的传统秩序观的强烈挑战。〔８〕经济和人权的二元并举一方面跨域了民

族国家的疆界，另一方面解构了自由社群的联合，形成了新的具有全球历史生活形式的

法律叙说。

其次，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所产生的沟通差异法律学说、建设新共同法的压力。欧洲一体化

计划来自对欧洲历史的反思，并尤其强调了法律整合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欧洲法律的

一体化既包括能动的欧洲法庭体系构建新的法律理论以沟通具有差异的法律学说的努力，如欧

洲法院和各国宪法法院通过创设宪法和法律学说间的接口而展开的司法对话，又包括活跃的欧

盟体制通过灵活的法律操作来创设共同市场、建设新共同法的做法，如布鲁塞尔方面频繁通过指

令和条例来调高人权保护的门槛以督促相关国家的配合。欧洲国家间的法律对话让民族国家的

法律特异性逐渐降低，泛欧洲的法律共同性逐渐升高。欧洲法不再是复数个欧洲国家的法，而是

共通意义上的欧洲共同法和个体意义上的欧洲地方法的复合。最后是全球联通后东亚、拉美纳

入世界版图的现实。全球化时代技术的发展———如交通工具和信息联通方式的变革———催发了

各国社会和文化之间的联通，使得一度被视为化外之地的东亚和拉美被纳入欧洲学者的学术版

图，这些地方不再是远在天边的蛮荒之地，而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蓬勃发展的市场和全球秩序

变局的发动者。无论是通过殖民史和欧洲密切联系的拉美世界，还是通过欧亚大陆想象而与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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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学说中的欧洲中心论批判主要在在国际法和宪法两个层面展开，国际法领域的代表文献
如Ｂｈｕｐｉｎｄｅｒ　Ｓ．Ｃｈｉｍｎｉ，“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ａ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８，２００６，ｐｐ．３－２７．宪法领域的晚近文献如 Ｍａｒｃｅｌｏ　Ｎｅｖｅｓ，“Ｆｒｏｍ　Ｔｒａｎ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２３，ｎｏ．５，２０１７，ｐｐ．３８０－３９４．
与之对照，可以参考对西方政治社会理论的历史梳理，（美）珍妮弗·皮茨：《转向帝国：英法帝国自由主
义的兴起》，金毅、许鸿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参见高鸿钧：“美国法全球化：典型例证与法理反思”，《中国法学》２０１１年第１期，第５－４５
页。



洲构成比对对象的东亚社会，都成为欧洲中心主义想象的解构力。

二、法兰克福“规范秩序”法学派的语境、视角与议题

（一）为什么在法兰克福？

“规范秩序”学派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学术传统中社会理论和法律史的传统，尤其重视与英

语世界的对话。规范秩序学派诞生于法兰克福有着历史和文化上的原因。早在神圣罗马帝国

时期，法兰克福就已经成为当地的交通要塞。地理和风俗上的种种优势使得这个城市很早地

成为金融家建立银行分支的首选地，比如，在欧洲历史上角色独特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在这里

落户，并以此为轴心向欧洲各国派遣分支机构和人员。由于法兰克福在金融上的独特地位，不

但在德意志民族国家建设中扮演了国际汇兑中心和资本流动据点的角色，还很早地成为犹太

民族思想家和法律人的聚居地。

集中了规范秩序学派学者的法兰克福大学，因其作为市民大学的特性而在德国高等教育

机构中独树一帜。设立之初，法兰克福大学的发展就深深受益于从事金融业的资产阶级新贵，

他们通过大笔捐献和频繁游说，试图推进有别于民族主义主旋律的文化、社会研究，为资产阶

级的新文化发声。由于资金来源、政治立场和研究方向的特殊性，法兰克福大学的学者很早就

和德意志帝国政府资助的大学区别开来。〔９〕也正是由于法兰克福这一城市有着深厚的市民

自由的传统，活跃于法兰克福的学者们也深受纳粹政权遗祸之苦，不乏如本雅明、坎特罗维奇

这种出逃后客死异乡的例子。

正是为此，随着幸存于大战的学者们在战后回归，法兰克福的学者们重建城市的自由传

统，和英语世界展开对话的愿望就显得格外强烈。已经世殊事异的战后秩序说明，不经彻底的

理论范式转移，德国学术将自外于当代世界。规范秩序学派以此为背景渐渐形成，以松散的学

术网络为雏形，这个学派渐渐发展成具有机制保证的研究群体。随着两德统一和欧洲中央银

行建立，法兰克福作为德国金融秩序基石和欧盟实际权力中心的地位已经奠定，将规范秩序学

派落地的条件也已经具备。规范秩序学派正式成型于２００７年，由欧盟和德国联邦政府资助的

同名机构最终落户法兰克福大学，成为召集国际学者讨论全球社会转型问题的场所。〔１０〕

（二）如何讨论秩序：复杂系统的视角

规范秩序学派首先吸收了当代国际学术圈方兴未艾的复杂系统理论的进展。复杂系统理

论是一套跨学科、复合视角的社会认识论，它全面地接纳了现代科学如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

海森堡测不准定律的成就，试图借助现代科学理论的棱镜描摹社会转型中的偶联（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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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托尼·朱特：《战后欧洲史》，林骧华等译，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德）魏格豪斯：《法兰克
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孟登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相关信息见该机构网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ｏｒｄｅｒｓ．ｎｅｔ／ｅｎ／。另见Ｆｏｒｓｔ／Ｇüｎｔｈｅｒ（Ｆｎ．４）．



过程和规范适用的不确定性特征，形成了与以近代科学为模版所建构的、强调社会变迁必然性

与规范应用确定性的理论相对抗的范式。在尼古拉斯·卢曼那里，复杂系统理论旨在指出现

代社会中的自组织组成部分与其环境之间的沟通过程，强调系统性社会体制（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如政治、经济、法律事务的生态学维度。这个维度的特性被卢曼准确地描述为运作中

封闭和认知上开放的双重特点。规范秩序学派准确地指出，如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国家决断／

社会多元等欧洲学术悬案是新康德主义规范／事实二元论的必然结果，而克服这种二元论，需

要通过借助复杂系统理论所勾连起的生态理论、悖论关系等理论资源。〔１１〕可以看到，规范秩

序学派试图建设的乃是多元论基础上的法律理论。因此，有别于科学主义和命令经济模式下

产生的简单系统理论，复杂系统理论不但可以对战后欧洲出现的民族国家解构、跨国经济兴起

等现象做出有力的解释，还会对与复杂系统貌合而神离的苏东国家的计划经济与官僚政治展

开深刻的批判。

借助复杂系统理论的视角，规范秩序学派尤其重视法律文化的议题，尤其指出法律建构在

意义维度上的多元性。与帕森斯强调社会功能／结构的讨论不同，规范秩序学派转而从批判／

意义的维度切入，探讨复杂社会中涌现秩序的可能性。这种转向来自于对美国功能主义社会

学强调实证性和有机性的立场的反思，即作为功能主义基本预设的统一尺度（ｏｎｅ－ｓｉｚｅ－ｆｏｒ

－ａｌｌ）的功能体系很可能无法度量人类社会复杂的意义世界。在规范秩序学派的学者这里，

复杂系统更多被用来讨论具有建构性的社会过程和文化意义等话题，这不但切断了复杂系统

理论与实证社会学之间的联系，还转而建立了复杂系统理论和诠释社会学之间的密切关系。

例如，法律史家玛丽·费根和社会理论家托伊布纳在合作的文章中就否认了法律迁移（ｌｅｇ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的可能性，这个概念所代指的无非是法律形构的过程，即法律在不同的意义世界之间

重新建立观察坐标的过程。〔１２〕过分聚焦于复杂系统在功能／结构方面的功用，在规范秩序学

派看来，是“得形忘意”的做法。

此外，规范秩序学派还特别关注法律现代性的议题。规范秩序学派承认从古典的社会共

同体向现代的分化社会之变迁的根本性，为此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立场。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

虽然可以唤起对古典社会诸神之争的回忆，但是功能碰撞与神性冲突有着本质不同。随着社

会功能的不断伸张，不同社会功能之间的冲突非但不会导致相互之间的压制或消灭，相反，将

促进各个功能内部的进一步发展和相互之间新的共存模式的形成。〔１３〕为此，在全面评估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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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法团主义的讨论，见（德）贡塔·托伊布纳：“企业社团主义：新工业政策与法人的‘本质’”，仲崇
玉译，《南京大学法律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２１－４３页。就法律多元的讨论，见（德）贡特尔·托伊布纳：
“‘全球的布科维纳’：世界社会的法律多元主义”，高鸿钧译，《清华法治论衡》２００７年第２期，第２４１－２７９页。

Ｆｇｅｎ／Ｔｅｕｂｎｅｒ，Ｒｅｃｈｔ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Ｅｉｎｅ　Ｅｒｉｎｎｅｒｕｎｇ　ａｎ　Ｇｅｏｒｇ　ｖｏｎ　Ｂｅｌｏｗｓ“Ｄｉｅ　Ｕｒｓａｃｈｅ　ｄｅｒ　Ｒｅｚｅｐ－
ｔｉｏｎ”，Ｒｇ，７（２００５），３８－４５．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Ｆｉｓｃｈｅｒ－Ｌｅｓｃａｎｏ　＆ Ｇｕｎｔｈｅｒ　Ｔｅｕｂｎｅｒ，“Ｒｅｇｉｍｅ－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ｓ：ｔｈｅ　Ｖａ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Ｌｅｇａｌ
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ａｗ”，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Ｖｏｌ．２５，２００３，ｐ．９９９．



代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科学等不同社会理性的碰撞与共生状况时，不但应当反对某种社会理

性对其他社会理性的一家独大，如经济支配政治、科学支配法律，还应反对用某种概括的公私

划分去评价某个社会理性，如用经济领域的公私划分所提出的保护公共财产的要求去压制政

治领域的公私划界所形成的公民权利伸张的诉愿等。

与此同时，规范秩序学派的意义转向使得讨论法律文化传统的多样性成为可能，为此具有

强烈的重构传统的愿望。在资本主义多样性（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研究那里，如果把资本主

义理解为异化功能的生产机制，不同的社会文化传统塑造了不同的生产机制配置模式并表达

出了资本主义的多样性，例如，强调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自由竞争模式，重视法团机制配置资

源的协调竞争模式等。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指出，如果资本的指数性增殖与资源的复杂化配

置无法在外部被克服，那么消灭异化就不再具有描述性意义。与其消灭不断增殖的资本，不如

通过设计不同异化方案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更优的生产机制配置。借助复杂系统的棱镜观

察，生产机制优化配置实际上意味着对多元现代性的认可，即通往现代化并不一定只有一条道

路。这要求更加平等地对待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下社会演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反对欧

洲中心论和西方优越论的观点，强调在变化和发展中去看待和评价其他地域和文化中的法律

制度。〔１４〕

（三）如何讨论规范：对批判理论的反思

规范秩序学派的另外一个重要资源是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

派的大众文化批判通过将革命视为心理现象而将关注视角从阶级斗争转为观念碰撞。通过将

复杂系统理论纳入批判的视野，规范秩序学派更进一步，指出了从法律中的个人和社会关系观

察法律进化的道路。批判理论和复杂系统理论虽然貌似具有激进和保守的不同外观，但在承

认个体和社会的历史性区分上是一贯的：如果说人的异化标志着现代化过程对个体价值的背

离，那么通过社会沟通而奠基的复杂系统则让个体和社会的背离成为常态。规范秩序学派由

是指出，启蒙运动中奠基的独立自主的个体价值与经历功能分化而不断复杂化的现代化进程

具有内在张力。

受益于批判理论的贡献，规范秩序学派非常重视通过对批判理论的“再批判”来反思法律

科学化的努力。不妨认为，规范秩序学派提出了一套批判现代化的负面效应、捍卫个体价值和

尊严的批判系统理论，它试图同时吸收法律学术中的教义法学和批判法学研究中的积极成果。

一方面，它肯定了批判法学研究的贡献，对法律科学的后果展开了反思。在与科学世界观联姻

完成体系化的过程中，不但在美国出现了饱受批评的兰戴尔式的机械法学，而且在欧洲还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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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德）贡塔·托伊布纳：“多元现代性：从系统理论角度解读中国私法面临的挑战”，祁春轶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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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法的共同演化”，载《魔阵·剥削·异化：托依布纳法律社会学文集》，泮伟江、高鸿钧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



了更加极端的概念法学之流弊。由于近代科学逻辑中未经批判地强调确定性、崇尚独断论的

倾向，纯粹内部视角的法律科学化反而走向了它的反面，这为后世美国的法律现实主义／批判

法学，欧洲的自由法运动／目的论法学的兴起提供了机会。〔１５〕规范秩序学派吸收了这两个关

切社会现实、批判法律科学的学术传统的营养，高度重视法律演化的历史和社会维度，直率批

评科学主义伪装所无法掩盖的悖论、不连贯等现象，揭示法律运作的压制性和法律解释的实用

主义特征。同样重要的是，尽管规范秩序学派对批判法学重视法律运作过程、关注科学主义流

弊的做法予以肯定，但是也对法律批判的可能性与边界怀有警惕。〔１６〕规范秩序学派指出，对

个体价值的形式肯定和确认并不能带来对独立自主个人的实质保护，为此法律科学并不能实

现其旨趣上的目的，然而批判理论的介入并不能提供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保护所需要的条理融

贯、逻辑自洽的法律论证，为此也只是虚与委蛇而已。规范秩序学派认为，法律批判的使命在

于反思个体和社会的历史性区分在构成法律规范性上的作用，而这种反思的方向在于如何建

构认知更为开放的法律系统，从而促进法律的自我反思，推进社会各组成部分的共同进化。

同时，规范秩序学派尤其重视既往规范问题研究中并未得到充分强调的全球议题，即复规

范性是如何在历史流变中展开和深化的。它关注被“概念魔术”（ｍａｇｉｃ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ｐｔ）所遮蔽的

全球图景，以及压制和独断的科学逻辑之下所压抑的复调叙事。例如，无论是黄宗智通过恰亚

诺夫的农民经济组织框架讨论华北小农经济的研究，还是彭慕兰以韦伯式的理性现代化理论

讨论欧亚大陆东西方大分流的研究，都在试图探究同样的问题：拥有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的晚

清社会为何未能形成现代资本主义。这种问题意识直接来源于１９世纪中国史的丧权辱国叙

事，与在国际竞争中力争上游的中国形象相称。然而，在深受规范秩序学派影响的研究者看

来，这种论调恰恰承认了一种单规范性的论调，即成为现代西方一份子、做列强的好学生是非

西方国家跻身世界舞台的唯一路径。〔１７〕这种单规范性或许匹配于１９世纪末的世界图景，却

和当代的国际形势格格不入。

（四）规范秩序如何形成：法律史的学术传统

正如前面已经指出过的，规范秩序学派深受２０世纪在法兰克福繁荣起来的欧洲法律史研

究的助益。不同于以民族国家为单位书写的国别法律史，法兰克福的欧洲法律史研究尤其重

视对于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法律现象的书写和重述。早在２０世纪早期，以坎特罗维奇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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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陆宇峰：“美国法律现实主义：内容，兴衰及其影响”，《清华法学》２０１０年第６期，第８５－９７
页；也可参见陆宇峰，“‘规则怀疑论’究竟怀疑什么？———法律神话揭秘者的秘密”，《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４
年第６期，第６７－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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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７，ｐｐ．２０５－２３５．也可见洪鎌德：“從反思法到自生法－屠
布涅律社會學之解析”，《問題與研究》第４１卷３辑（２００２年），第１－４３页。

Ｒｅｂｅｃｃａ　Ｅ．Ｋａｒｌ，Ｔｈｅ　Ｍａｇｉｃ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
ｎａ．Ｄｕｒｈａｍ：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



的法律史学家就在法兰克福开展了重要的开创性工作并提出了具有深刻思想关怀的法律史研

究规划。例如，在获得法兰克福大学的教授任命前，坎特罗维奇的教授资格论文就以塑造具有

世界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的弗雷德里克二世的形象为主旨。〔１８〕战后落户在法兰克福的马克

斯·普朗克欧洲法律史研究则试图更进一步，试图形成一套克服国别比较的法律史书写方式。

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历史书写，在欧洲法律史研究的新一代传人托马斯·杜斐这里，为“全球法

律史”这个规划所超越。通过将全球社会转型作为更加根本性的背景加以提出，杜斐将比较法

律史置于法律传统间多元互动、社会构成间动态平衡的图景中加以观察，从而形成了法律史研

究的全球视野。〔１９〕

规范秩序学派重视社会转型过程中多元规范之间此消彼长的动态（ｄｙｎａｍｉｃ）关系议题。

多元规范指的是法律多元在全球尺度上展开所形成的规范共存现象，这里所谓的规范既包括

条约体系形成的国际法群集，也包括国内立法司法过程中的制度约束，还包括企业商团等自治

群体的习俗规约。正如全球法律多元研究所指出的，不同的规范效力在全球尺度下势必难以

定于一尊，而将以碎片化、割据化的方式呈现。规范秩序学派的学者进一步指出，上述多元规

范的相互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不断动态变化中，从而形成了多元规范相互间的动态关

系。例如，既出现过以１９世纪中后期欧洲大陆为代表的民族国家法主导，国际条约体系和民

间习惯处于从属地位的状况，也出现过二战后的欧美法律秩序为代表的跨国经济发展与人权

保护并举，国家整合处于从属地位的状况。〔２０〕

同时，规范秩序学派还重视比较不同法律传统在全球社会转型中重构所带来的外部效应。

法律制度在化约社会复杂性（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和克服关系互惠性（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上具有独特的作用。经

过全球社会转型进程，不但国家疆界日趋淡化，社群结构也在逐渐解体。在人际之间的互惠关系

跨越国界而延展的同时，围绕民族国家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架构渐趋失效，越来越多的法律问题

呈现出杂交法的形象。规范秩序学派的学者认为，全球社会转型中出现的跨国空间为系属不同

传统的法律学说的比较发展提供了舞台，围绕同一个法律事件，来自不同法律传统的解决方案得

以各擅胜场，这尤其需要具有比较视野的法律史研究去探询曾经被选择的与未被选择的路径。

正如很多美国最高法院史上的知名异议意见也可能因为法官之间的合纵连横而成为法庭意见一

样，国家内部的法律演化具有相当程度的偶然特征。同样，跨国空间中的法律发展也可能具有一

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如国际格局改变与权力秩序重组同样会塑造国际社会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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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ｖａｉｌａｂ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ｈｅｐａｒｉｓｒｅｖｉｅｗ．ｏｒｇ／ｂｌｏｇ／２０１６／０６／１５／ｗｈｅｎ－ｅｍｐｅｒｏｒｓ－ａｒｅ－ｎｏ－
ｍｏｒｅ／，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ｔｈ，２０１９．

（德）托马斯·杜福：“欧洲法律史———全球化的视野”，李明倩译，《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４
期，第９２－１０９页；也可见（德）托马斯·杜斐：“欧洲法律翻译：法史方法论的再思考”，《亚欧法律史论坛第二
届年会“理念与过程：近代亚洲与欧洲的法律交流”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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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范秩序法学派对于中国法学理论的启示

（一）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

晚清以降，由于中国逐渐走出传统的王朝体系而被迫融入于现代西方开辟的世界体系，原

先维系中国的礼仪制度和刑名例律受到冲击并日渐式微，如何应对新的时代与时代问题的挑

战，就成为中国法制史中的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尤其是中国社会业已经历了中华民国的国

民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两场性质不同但意义都十分重大的革命所导致

的社会变革均需要一种法制秩序的重建，因此，如何构建一个规范性的制度架构也是百年中国

的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还有，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随着中国加入

ＷＴＯ和参与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化，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也构成了

我们如何构造一个规范性的法制秩序的深层问题。〔２１〕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经历着三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即晚清立宪、两次

革命以及改革开放，这些重大的社会改制运动，都不是在独立封闭的传统格局下进行的，而是

在古今之变和中西碰撞的剧烈冲突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都经历着一个中国走向世界和世界

返还中国的全球化进程。在这个双向互动的复杂进程中，中国传统的法制观念、层级架构和制

度运行无疑主动或被动地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发生着形态各异的转变，成就着不一而足的创

制。不同时期的思想家们对于这场经历百余年仍然没有完成的现代化进程，也有着各种各样

的认识、反思和批判，从康梁到沈家本，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从邓小平到启蒙派，从自由市场经

济到国家主义以及保守主义等等，在激进主义的热潮汹涌澎湃之后，保守主义也就甚嚣尘上，

而在激进与保守的对垒之后，审慎的中庸之道势必孕育而生。〔２２〕

无论怎样看待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变革以及中西古今之争，有一个突出的前提是摆脱不掉

的，那就是中国已经越来越深度地融汇于现代世界的进程之中，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

开中国，因此，如何在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塑造中，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规范秩序体系，就成为十

分迫切的理论诉求以及制度实践。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新近发煌的法兰克福“规范秩

序”法学派对中国的法制思想理论和多元制度变革就具有了重大的启发意义，在思想观念、理

论方法和研究视野等方面，对中国在紧迫地与世界建立双向互动的多元规范格局议题上，势必

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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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改革开放与宪法变迁”，《民主与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４－５页；也可参见高全喜：“宪法
与革命及中国宪制问题”、“革命、改革与宪制：‘八二宪法’及其演进逻辑”，《政治宪法学纲要》，中央文献出版
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４６－１３０页；高全喜：“政治宪法学的政治观”，《政治宪法与未来宪制》，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３９－１５１页。



我们知道，规范秩序法学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是经历了一个

逐渐演变发展的过程，法兰克福学派至今已经发展到四代，而与法兰克福学派具有着密

切关联的法兰克福马普法律史研究所到杜斐教授手里，也进入了法律全球化研究的第三

阶段。随着德国统一以及欧盟的构建，还有美国作为世界中心的不断强化，且面临着以

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的蓬勃发展，原先基于欧美私法史研究而凸显的德国马普法律史

所也开始了理论转型，其研究议题向公法不断拓展，并把欧洲的公私法的历史演变纳入

一个法律全球化的宏大进程之中加以考察和研究，因此呈现出一个活脱的“规范秩序”的

法律世界图景。

换言之，法兰克福法学派在经历了对于批判法学的再批判之后，其法律全球化的研

究就不再仅仅是揭示现代法律制度的短板和弊端，而是试图为全球化的世界进程提供一

种规范秩序的法律构造理论，从而把当今世界的法律运行与传统欧洲的法律遗产接续起

来，打通它们的内在逻辑。这样一来，欧洲法律史的研究就不再是死的学术，比较法学的

研究也不再是孤立的学科对勘，它们都融入到当今的法律全球化的进程之中，成为富有

生命的现代规范秩序的一个法律部分，并且还在经历着各种各样的形态变迁和嫁接还

原。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兰克福规范秩序法学派对于中国的法律理论具有很大的启

发。我们也知道，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包括当今中国深度加入全球化的进程，在经济、政

治、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因此而成为现代中国。但是，在法

律理念和法制构建上，我们依然还没有形成某种类似法兰克福法学派那样的规范秩序层

面上的主体自觉，也就是说，伴随着中国革命所进行的社会变革，其在法律层面上大力倡

导的多是激进主义的制度批判，构建的也多是革命主义的制度化移植，并不能防止革命

的突进特性，规范秩序的法理也难以真正扎根生产。而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后，固然激

进主义受到抑制，但保守主义的守旧泥古以及假扮革命的保守复辟，则以另外一种形态

陷入与激进主义两厢对照的误区，规范秩序的真正构建仍然难以成为中国法问题的枢纽

和要津。

为什么会产生上述扭曲的问题呢？关键在于中国对于世界的全球化进程还没有达到彻底

清醒的认知和主动自觉的接受，就法律层面来看，我们虽然在经济社会方面与全球化的世界经

济逐渐结为一体，但法律构造方面在规范秩序的价值认同和理性把握等维度上还处于纠结不

定的混乱状况。例如，法制的中国与世界是两厢对峙的，法律移植是被迫与屈从的，规范性的

法律内涵是拿来主义的，秩序的塑造与维系是传统主义的，至于这种中外之辨还延伸到中国法

制的内部，即地方知识与普遍主义的冲突，传统规训与公民权利的对立等等。换言之，当我们

的身体主干已经加入一个世界秩序的格局之中，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已经深刻地影响着

现代世界的构架，决定着经济与社会的全球化的进程时，我们的法律秩序之规范性的根基，还

依然没有达到主体性的自觉，尚未产生一种在法律全球化进程的世界性规范秩序的权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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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责任担当。〔２３〕我们还习惯于百余年来世界秩序的受害者的心理结构，还延续着中国与世

界、地方与中心二元分裂的思维理路，还预设着一个他者的绝对异己力量，还把全球化的世界

进程视为自己不得不陷入其中的他者的图谋。

法兰克福规范秩序法学派通过他们的欧洲法律经验的研究和历史梳理，为我们提供了一

个祛除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工具，他们所指陈的规范秩序显然不是欧洲甚或

德国独特性的规范，而是数百年来逐渐发展和扩延的具有着丰富时空结构的规范秩序，而这个

法律规范秩序的主体也不仅仅是欧洲人或西方人，而是参与这个进程的所有关涉者，大家以不

同的方式、以多元的维度和交互作用的形态，共同构造着这个现代世界的规范秩序的体系，而

且这个体系目前正在处于一个面向全球化的进程，无论是老欧洲还是新欧洲，无论是老英美还

是新英美，尤其是广阔的后发国家，诸如东亚的日本、中国和东南亚各国与地区，还有拉美各国

等等，所有被全球化进程纳入其中的世界各个部分，都理所当然而且实际上也势必成为规范秩

序的主体。这样一来，传统法理学对于法律主体的理论就受到颠覆，因为法律全球化进程中的

主体，不再是单一的主体，而是一个复合自主性的动态系统，是一个多中心的矩阵结构，每一个

参与者都是主体，都可以根据自己参与全球化的进程而成为这个卢曼意义上的全球法律系统

的自主性主体。

（二）法兰克福规范秩序法学派的启示

就中国法律理论来说，法兰克福规范秩序法学派所带给我们的，首先是一种对于规范秩序

的主体建构意识，即我们没有必要沉浸在法律秩序的外来他者的纠结之中。既然中国在近现

代的百年社会进程，在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等诸多领域已经进入到一个世界格局的大结构

之中，并且越来越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我们就不能自外于这个进程的规范秩序的主体构建，

要清醒而自觉地意识到这个规范体系不是外部强制的，而是内生的，是在中国加入世界并形塑

世界的双向互动的过程中自发地演进出来的，是我们的规范秩序，是我们的规范秩序的构建。

这才是法律全球化的主轴，才是我们具有生命力的未来方向。对此，不单纯是所谓的去欧洲中

心主义或去美国中心主义的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多元共建的问题，是一个交叉共识和各

自主体的赋权问题。确立了这个规范秩序的法理根基，过往的那些激进主义的批判理论和保

守主义的泥古理论，就失去了现实经验的演变基础。

当然，任何一种规范秩序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法兰克福规范秩序法学派通过他们三代理论

家们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一种基于欧洲法律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多元共振的机理和路径，这对于

中国法律的现代化转型同样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中国的法律传统在千年王朝帝制的运行中

有着自己的复杂脉络，尤其是近现代以来，更是经历了古今中西的内外激荡，呈现出更为繁杂

多变的流动特征。但是，这一切缓变或巨变，虽有欧洲千年以来的法律史呈现的法制变迁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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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也并没有多少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特性，古老而新颖的中国与古老而新颖的欧洲一

样，都必然面临现代性的法制转型与法律全球化进程的挑战。

法兰克福规范秩序法学派既然能够在欧洲的法律史的从私法、教会法、商贸法和地方自治

的诸多法律文献编纂中，开出一个欧洲公法、国际公法的拓展理路，并且在杜斐有关从伊比利

亚帝国（西班牙、葡萄牙）到不列颠帝国和美利坚帝国的法律世界的拓展直到纳入法律全球化

进程的一揽子理论构造之中，赋予规范秩序以多元互动的复杂系统的主体性。那么，中国的法

律现代化进程，也同样可以开辟出一个从晚清的大清律到刑法改革和民法构建以及从戊戌变

法到晚清立宪的法制现代化的路径。不惟宁是，进入民国以来，现代中国虽然经历了两次伟大

的革命，但依然有着传统法制的变革与继受、推陈与出新，从六法全书到废除六法全书，从文革

祸乱无法无天到法治中国依宪治国，从签署中外约章到废除不平等条约，从加入联合国宪章到

宣示自由贸易的国际法规范以及全球治理的中国观点，这些林林总总的法律变迁中，其背后依

然有一个既赓续传统又面向世界的法律全球化进程的主体构建。〔２４〕

关键的问题，或许并不在于能否编纂出一个中国法律步入世界秩序乃至深入法律全球化

进程的故事，而是在于这个进程中的规范秩序及其规范价值是如何产生出来的，这才是对中国

法学的真正挑战。编纂文献是一门专业的技艺，古往今来，这门技艺可谓日臻完善，对于传统

与现代的关系，可以演绎出各种各样的或悲惨或欢乐的诸多幕悲喜剧，但规范秩序的规范如何

产生的呢？显然，法兰克福法学派基于他们的传统之转型，并没有给出多少可供镜鉴的理论，

因为这些问题对于他们来说，似乎不是问题，西方法律史自有一个自生自发的规范秩序的演进

逻辑，法律全球化不过是一个升级版而已。但是，对于中国的千年传统尤其是百年传统来说，

情况就绝非如此，我们的法律史的编纂叙事，要面临一个自创生的规范创制问题，要有一个自

觉化的主体构造的发生学问题。

由此，杜斐的法律全球化构思与图依布纳的自创生理论之结合在中国法学的中国经验的

研究中就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意义，而他们的理论资源之一又是卢曼的复杂系统理论。对于

中国法学以及中国法律实践来说，世界主义的全球化进程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我们置身其中，

正在以多种方式既形塑着世界也构造着自己，但是，如何建构规范秩序，无论是国内法制的规

范秩序，还是全球化进程的规范秩序，这是自创生的一个法律创制事业，惟有建立起这个自创

生的法律规范秩序，我们才有能力也才有资格成为一个主体，一个多元规范中的富有生命力的

法律主体，从而参与到法律全球化的世界进程并发挥重大作用。

自创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正像全球化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一样，只不过前者是空间结构，

后者是时间结构，两者的结合构成了一个卢曼意义上的复杂时空系统。在这样一个系统中，可

以有私法意义上的法律叙事，也可以有公法意义上的法律叙事，可以有地方主义的法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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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有普遍主义的法律规范，但这一切都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变化不定的，是相互作用与

砥砺共建的。任何一个子系统都自成为一个主体，而整个系统并没有中心与边缘之分割，而是

多中心的系统扩展，是一个复合多元的结构。例如，杜斐所提出的全球化的地方主义就是一种

破解过往法律史有关地方法规礼俗与中央权威立法之间的机械对立，在地方法规中挖掘全球

化的世界法律机制，是富有启发的一种方法论。再如图依布纳的宪法创制理论，就很好地解决

了革命与法治的关系问题，为经历革命运动而构建法治国家的规范秩序，提供了自创生的宪法

机制。

总之，法兰克福规范秩序法学派通过他们的深入研究，以及由此开辟出来的多元规范秩序

的法律全球化进程的理路，不但解决了欧洲面临的世界秩序的重新构建的法律问题，提出了一

套不同于实证法学派和批判法学派的建设性法律史学说，而且还为后发国家在参与全球化进

程中如何构造规范秩序以及确立自己的主体性从而达成一个多元规范的世界新秩序，提供了

基于欧洲经验的理论阐释，这对处在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化进程之内外两个进程的中国法学界

来说，都是富有启发性的和建设性的。对此，我们应该在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塑造中，理解法兰

克福规范秩序法学派所带给我们的经验分享和理论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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